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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双轨＊

谢 进 东

［摘　要］中国新史学中最常见的两种历史研究方式是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前者旨在建立历史事实之

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后者则以探寻历史之意义或彰显切实之史识为目标，此二者可谓中国新史学之

“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的。从新史学之“双轨”着眼，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

新史学界应有“八大家”，他们分别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和钱穆。科学

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二者之间是相互融通

的，并无根本性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许冠三在《新史学九

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故而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

角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的新史学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统史学遗产之基础

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以士释史”；以中国为

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

钱穆的新史学观与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科学主义历史学、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等方面多

有契合之处，但其以“于客观中求实证”为基础的历史认识论与走向历史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有着本质

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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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学双轨”一说，最早见于柳诒徵（１８８０－１９５６）在１９２６年发表于《史学与地学》第一期上的一篇
文章《中国史学之双轨》。柳诒徵在论述中国史学发展的特点时，将具有分类性质的“类举件系”和带
有断代特征的“以时属事”视作中国史学之“双轨”①。２０１２年，乔治忠、孔永红在《论中国传统史学双
轨发展格局的形成》一文中，在讨论中国传统史书修撰主体时，将官方史学和私家史学视为中国传统
史学的“双轨”②。

本文借用“双轨”一词，指称自２０世纪初以来的中国新史学之两种研究方式：一则科学实证，以科
学理论作为指导，以实证、考证或扩充史料作为手段，意在求真或求理，或建历史事实之真，或寻历史
演变之理；二则文化阐释，旨在求意或求识，或寻历史之意义，或彰切实之史识。本文对中国新史学之
“双轨”的思考与讨论，源于笔者对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许冠三（１９２４－２０１１）教授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
后期出版的《新史学九十年》③一书的阅读。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未将２０世纪重要的历史学
家钱穆（１８９５－１９９０）列入其中，其原因何在？钱穆的史学究竟是新史学还是旧史学？如果是旧史学，
其旧表现为何？如果是新史学，其新在何处，又为何在《新史学九十年》中缺席？通过研究，本文认为
钱穆的以“文化阐释”为特征的文化史学应属“新史学”范畴。钱穆之所以在《新史学九十年》中缺席，
主要是由于许冠三执中国新史学“双轨”之一端以拒其另一端，即以“科学实证”拒斥“文化阐释”的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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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这显露出许冠三的“新史学观”是褊狭的。

一　《新史学九十年》所蕴含之褊狭“新史学观”

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将２０世纪前９０年的中国史学分为六派十七家并按章分别评述其史学
思想与方法，除史学新义派、考证学派、方法学派、史料学派、史观学派五派十五家外，还包括以许冠三
自己和其师殷海光两家为代表的史建学派。应该说，《新史学九十年》将２０世纪中国绝大多数最重要
的历史学家囊括其中，对各派各家学术思想及其流变论析精审、阐释入理，不啻为第一本有影响、有价
值的２０世纪中国史学学术史著作。不过，许书对此一时期中国史学学术史的总结却有明显缺憾，因
为，有几位在此时期无论是就史学见识、著述分量，还是就学术影响力来讲，都丝毫不逊于上述十七家
的重要历史学家，并未列入其中。比如，上文提到的南高学派和学衡派的代表人物柳诒徵、自学成才
且著述宏富的“文化史学的集大成者”①钱穆，以及“通贯的断代史家”②吕思勉（１８８４－１９５７）等。其
中，后两位在《新史学九十年》出版后不久，便被严耕望誉为中国现代史学“四大家”③之二。

这些史学成就突出的重要史家在《新史学九十年》中的缺席，曾引起史学界一些学者的不解。罗
义俊认为，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虽推崇者甚众，却是有些问题的，“其书虽标榜‘超越宗派门户，力
求录实传信’，列史家六派十六人④，不仅他自己‘当仁不让’，而且连没有一本正式史著的逻辑学家殷
海光只因是他的老师也专列一节，可史学著作等身的吕思勉、钱穆却被排除在外，这当然是个问
题”⑤。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虽未给钱穆列有一席之地，但该书注释中实有多处提及钱穆，其
中有两处论及钱穆史学为传统或守旧性质。第一处是在卷七第十六章中讨论抗日战争后期中国史学
界发展趋向时，许冠三在一个注释中将钱穆称为“传统派”⑥。第二处是在附录一《三十五年（１９５０－
１９８５）来的台湾史界变迁》第六小节，许冠三在谈到余英时为《史学评论》杂志撰写的代发刊词———《中
国史学的现阶段：反省与展望》这篇文章可视为“新史意派”宣言的时候，也做了一个注，标明钱穆史学
为“旧史意派”⑦。当然，对于许冠三而言，无论是“传统派”还是“旧史意派”，都不算是“新史学派”。
而且，许冠三在论述“堪称‘新史学’中的‘新史学’”的“史建学派”之兴起过程时，也曾说过“自梁任公
以降，几乎所有的新史学流派皆为它的兴起奠过基石”⑧这样的话。《新史学九十年》的一位评论者陈
正国表示，这“言下之意似乎是说，凡此处不录者皆非新史学”⑨。有着同样疑惑的是台湾学者汪荣
祖，他曾经当面询问过许冠三，“为什么他的书里没有钱穆？他说钱不是新史家”瑏瑠。在汪荣祖看来，
说“钱穆的史学不是新史学”，“这当然是许氏的偏见，当读者看到该书总结９０年来中国新史学集大成
的所谓‘史建学派’，主导者赫然是殷海光与许冠三，可见其主见与偏见之深”瑏瑡。

汪荣祖说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未写钱穆、不认钱穆的史学是新史学，是因为许氏“主见与
偏见之深”，显然只是道出了其中的表象，其表象背后的本质则在于，许冠三所认同的新史学观，与钱
穆持守的新史学迥然不侔。

许冠三的新史学观是怎样的呢？他在《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中指出其书旨在：“以历史门径叙各
派新学术的发生、流变与兴衰；以比较手段显各家意旨的异同、深浅；以世界设准评各类义例的得失、
长短；以客观态度考察新史学的大同，并测其未来走势。”“就其大同言”，许冠三认为最堪留心的有三
事，其中前两事是：“第一，所有学派莫不因应于西潮的冲击而生，或以洋为师，或以洋为鉴……等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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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义俊：《中国史学的学脉：吕思勉与钱宾四》，《历史教学问题》１９９８年第１期，第１７页。

⑦⑧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下册，第１８３、２７０、１６１页。

陈正国：《评述许冠三著〈新史学九十年〉（上）（下）》，台北《新史学》第４卷第１期，１９９３年３月，第１５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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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荣祖：《钱穆之学可以用西学诠释么？》，《阅读的回响：汪荣祖书评选集》，上海：文汇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版，第４１页。



之的，则挟洋以自重”；“第二，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
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①。可见，“西潮”的冲击，特别
是“科学”的质素应该是许冠三所谓“新史学的大同”的主要特征，也应是其“新史学观”的主要内涵。

钱穆的新史学，则以从中国史自身事实中发掘本国历史文化之独特精神、意义与价值为基石。钱
穆在《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一文中指出：“所谓新史学之创建……要言之……要能发挥中国民族
文化已往之真面目与真精神，阐明其文化经历之真过程，以期解释现在，指示将来。”“中国新史学家之
责任，首在能指出中国历史以往之动态，即其民族文化精神之表现。”②钱穆实践此种新史学的具体做
法是，从中国历史自身当中去找寻中国文化的独特之处，同时又以独特的中国文化来解释中国历史社
会的特殊道路、结构与独特价值，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以士释史”③，即以担当、传承和弘扬中国文化
的“士”来解释中国历史。可见，钱穆是基于文化视角来解释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其新史学是以“文化”

为本位的。与钱穆以“文化”为本位的新史学之“以士释史”相类似的，还有柳诒徵的“以礼释史”。柳
诒徵在其《国史要义》中标举“以礼释史”。向燕南在《关于柳诒徵〈国史要义〉》一文中认为：“以礼释史
是《国史要义》最重要的特点。柳诒徵先生既以儒学为史学，那么作为儒学核心的礼也就自然地成了
他所谓‘史’的核心。于是，理解儒家的礼，便成了理解《国史要义》的钥匙。”向燕南还表明：柳诒徵的
史学是新史学，“无疑问，柳诒徵先生是中国现代新史学的开创者和建设者，不仅著述等身，而且多是
筚路蓝缕、堪传于世的巨作”④。

如此看来，秉持以“西潮的冲击”和“科学质素”为主要特征的“新史学观”之许冠三，未能将钱穆、

柳诒徵等人以“文化”为本位的新史学，视为其“新史学的大同”，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不过，许冠
三所认为的“新史学的大同”第一要事“所有学派莫不因应于西潮的冲击而生”，却不能绝对清晰地区
分他所认同的“新史学”与上述几位史家之新史学之间的不同，更难以此断定彼此史学新旧之差别。

实际上，在整个２０世纪，未被许冠三纳入“新史学”阵营中的其他重要历史学家，又有谁没有受过
“西潮的冲击”？吕思勉在其《自述》中曾说自己一生思想经历了三次变化，其中第三次就是因为多读
马列主义之书，“于此主义，深为服膺”⑤。向燕南亦指出，柳诒徵实为一中西兼通的史家：“柳诒徵先
生之所以能为游学欧美、通晓新学的‘学衡派’诸君所重，咸推之属草《学衡》创刊弁言，而且他在《学
衡》发刊词所倡‘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宗旨，亦能成为‘学衡派’认同的核心理
念，实与其一贯学术主张以及其融通中西学术的素养不无关系。”⑥至于钱穆，他在论述中国历史文化
的特殊意义与价值的时候，每每将其与西方的历史文化做细致比较，若他果真不通西学，此等比较该
从何谈起？陈正国亦认为：“钱宾四曾至国外讲学，其撰《中国历史研究法》、在《国史大纲》〈引论〉中批
判革新派、科学派，不也是相应西潮的冲击？许氏将钱穆史学定为‘史意学派’固不失钱氏‘史意’，但
未免疏漏于钱氏的‘新’。至少，钱氏完全不自承是传统派……就《国史大纲》的体例来说，它更接近西
方的章节体，而非传统编年或纪传。”⑦汪荣祖也曾表明，“钱穆之志业则在西潮冲击下维护传统之旧
学”⑧。即使是在许冠三的思想和语境里，维护旧学亦不能等同于旧派或传统派，他所认同的新史学
家基本都未能完全摆脱和抛弃中国旧学。他在《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中就说过：“虽然，各家所揭新
义，最终亦莫不力求融会中西，贯通新旧……即令舶来色彩最为鲜明的史观宗派，亦未曾与传统义例
一刀两断。非但文化形态观与古老的循环论、气运论息息相通，乃至历史唯物论者亦未能完全摆脱旧
传统的光影。”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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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剩下的能够让许冠三足以将他所认同的“新史学”与钱穆、柳诒徵等人的史学做到泾渭分明
之区分的，只能是“科学”的质素。以“科学”理论作为指导的历史研究，倾向于重视“实证”。所以，许
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所搜罗的六派十七家的史学理论与思想，尽管风采各异，各有长短，但无一
不可以规范在“科学实证”的逻辑理路之中。当许冠三用此种“科学实证”的眼光，去审视２０世纪前

９０年的中国史学发展面貌时，那些与“科学实证”无关或关系不大的重要史家及其思想，比如以“文
化”为本位的钱穆、柳诒徵等人的史学，自然难入许冠三“科学”之法眼。不过，“科学”虽是新史学的一
个鲜明特征，但一种史学是否为新，并不以“科学”为唯一准绳。像钱穆、柳诒徵等那种着眼于中国本
土的独特文化并以此来阐释本国历史，以求中国历史文化之独特价值与意义的史学，较中国古代以文
献校勘和辨伪考异为基础、以实录直书为特征的传统记述史学，已是不可同日而语。这样的史学，无
论是就治史理念还是就治史旨趣而言，无疑都算得上是新史学。

许冠三在运用“科学实证”的眼光，考察２０世纪中国新史学的时候，不惟对以“文化”为本位的新
史学视而不见，就连被他纳入“新史学”阵营中的各家之思想，凡与“科学实证”关系不大的其他面相，
也都被他忽略了。陈正国评论说：“许氏挟带著对科学方法的乐观主义，藉以从事他‘推倒一世之豪
杰’的名山事业；但是，太重视‘学’使得他蔽于‘识’。因此，他只能看重陈寅恪的史料扩充、语言分析，
而对陈氏自许的史识却不予看重。”①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将不仅善于史料考据且更具史学
“通识”的陈寅恪与主张“史学即史料学”的傅斯年，一同列为“史料学派”，可见许氏只看重陈寅恪的史
料之“学”，却忽视了陈氏史学之“识”。

二　科学实证：中国新史学之求真或求理

科学重视经验、实证，以科学理论作为指导来研究历史，倾向于注重考证、整理和扩充史料，以便
获得历史之真。此外，科学具有某些核心含义，如法则、规则、规律等。所以，将科学理论纳入历史研
究，极易促成寻求历史演变法则或规律的倾向。易言之，以科学实证的观念来从事历史研究，其宗旨
意在求真或求理，或重建历史事实之真相，或寻求历史演变之公理。

张荫麟在撰述《中国史纲》的时候，认为写作通史，判断史实是否具有重要性，应有五大标准，其中
第一条即“新异性的标准”（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Ｎｏｖｅｌｔｙ）②。依据张荫麟提倡的“新异性的标准”，并从新史学
之“双轨”着眼，中国的新史学可谓有“八宗最”，也即中国新史学在研究的各方面有最具特色的“八大
家”。他们除了最具文化眼光阐释历史、倡导“以士释史”的钱穆一家外，还有以下七家。

第一，在中国新史学界，最早倡导用科学精神、方法治史和最具革新意识的史家，是揭橥“史界革
命”的中国新史学开山梁启超（１８７３－１９２９）。梁启超以西方传入的科学精神与方法作为理论武器，撰
写并发表了《中国史叙论》（１９０１）和《新史学》（１９０２）两篇文章，批判、改造中国旧史学，由此揭橥“史界
革命”，旨在创建中国“新史学”。梁启超在《新史学》一文中批判中国旧史学有所谓“四蔽”“二病”“三
恶果”，批评一部“二十四史”只不过是“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及“一大相斫书也”③。在科学史观的引
导下，梁启超将历史定义为“叙述人群进化之现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者也”④，以图通过对历史规律的
寻求，把历史学提升为一门具有科学品格的学科。因心向科学的历史学，梁启超提倡用科学的精神与
方法治史。他认为科学精神的本质就在于“力求真是真非之所存”⑤。梁启超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初发
表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将“客观的资料之整理”，视为“近今史学之进步”的一个主要特征，因为在
他看来，史学须“立于‘真’的基础之上”，且“‘求真’两字”是治史学“最要之观念”⑥。后来，梁启超又
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中从如何培养史家追求忠实这一史德的角度申说：“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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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对于促成史家的忠实是必不可少的①。梁启超还倡导用蕴含
科学精神的以“博求证据”为核心的归纳法于历史研究中②。他运用此归纳法，将唐玄奘出国留学的
时间由“贞观三年”纠正为“贞观元年”③。

第二，在中国新史学界，最具科学实证精神的史家，是首倡“二重证据法”并以之来进行“古史新
证”的王国维（１８７７－１９２７）。王国维特别看重“求真”对于学术发达的重要意义④。王国维也特别认
识到“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⑤。所以，他十分重视新发现的实物材料，如殷墟甲骨、金
文彝器、汉晋简牍、敦煌经卷等，并将其与传统的文献材料结合起来，用传统的旧文献资料解释新文物
材料，又用这些新文物材料来证明或证伪旧文献资料，这便是他首创的“二重证据法”。“二重证据法”

是王国维于１９２５年在为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学生开设的一门叫作“古史新证”的课程中正式提出
来的⑥。王国维运用此“二重证据法”来研究商代的帝王世系，于１９１７年２月、４月分别撰成了《殷卜
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和《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续考》两篇文章。他在前文从卜辞中考定殷代先公
先王，有帝喾、相土、季、王亥、王恒、上甲、报丁、报丙、报乙、主壬、主癸、大乙（汤、唐）、羊甲等十三人，

并证实了“《世本》《史记》之为实录”。⑦ 他在后文所附《殷世数异同表》中，由卜辞实物证定了历来为
史家所承认的殷代帝王承继多兄终弟及制⑧。王国维运用“二重证据法”对殷卜辞和商代帝王世系的
研究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得到了郭沫若的高度赞誉，被其称之为“新史学的开山”⑨。

第三，在中国新史学界，最为“博学通识”的史家，是精于考据的陈寅恪（１８９０－１９６９）。陈寅恪向
来以善于考据而名于中国新史学界，然陈氏之所以善于考据，实因其“通识”。对此，陈氏弟子王永兴
曾做过特别说明瑏瑠。陈寅恪曾解释说，中国敦煌学研究者“罕具通识”是其之所以落后于日本、英法等
国的主要原因瑏瑡。此外，陈寅恪还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以学者是否具有“通识”作为其能否认清
以玄宗朝为唐代历史分界线的基本条件瑏瑢。以上两例都足以表明，陈寅恪治史是特别重视“通识”的。

当然，更能直接体现陈寅恪具有“通识”之长的是他对史事、制度、文物有着非常深邃的认知和通贯的
把握。陈寅恪对隋唐制度渊源的考论，就非常鲜明地体现了其博具“通识”。陈寅恪在《隋唐制度渊源
略论稿·叙论》中说道，由于“隋唐继承（西）魏、周之遗业”，后世史家“往往于李唐之法制误认为（西）

魏、周之遗物，如府兵制即其一例也”。然陈寅恪认为，隋唐之制度有三源：“一曰（北）魏、（北）齐，二曰
梁、陈，三曰（西）魏、周”，且“所谓（西）魏、周之源者……或阴为六镇鲜卑之野俗，或远承魏、（西）晋之
遗风……其影响及于隋唐制度者，实较微末。故在三源之中，此（西）魏、周之源远不如其他二源之重
要。”瑏瑣陈寅恪能够从由汉至隋唐长达七八百年且又朝代更迭频繁、社会动乱不安的长时段历史中，细
致辨析出隋唐制度的重要渊源，无疑表现了他卓绝的史学“通识”。不过，从某种意义上说，陈寅恪的
“通识”却又源于他的“博学”。正是因为其“博学”，陈寅恪在关于隋唐制度渊源及其流变的千丝万缕、

纷繁杂乱之关系中，抓到了隋唐制度演变的关键，即认识到：（北）魏、（北）齐和梁、陈，之所以能够成为
隋唐制度的两个重要源头，全赖于自汉开启的公立学校之沦废，导致学术中心下移于家族和地域，使
得乡土家学成为乱世之中制度传承的主要载体瑏瑤。无可疑问，陈寅恪对隋唐制度渊源的考究，鲜明地
体现了他的“博学通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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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在中国新史学界，最讲求“科学方法”的史家，是将此方法践行于“整理国故”的胡适（１８９１－
１９６２）。胡适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掀起了一场“整理国故”运动，其标志是他在１９１９年１２月于《新青年》

杂志上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开篇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①之口
号。胡适在“整理国故”中践行的“科学方法”，受到了英国博物学家托马斯·亨利·赫胥黎（Ｔｈｏｍａｓ
Ｈｅｎｒｙ　Ｈｕｘｌｅｙ，１８２５－１８９５）提倡的“存疑主义”（Ａｇｎｏｓｔｉｃｉｓｍ）和其导师美国哲学家约翰·杜威
（Ｊｏｈｎ　Ｄｅｗｅｙ，１８５９－１９５２）倡导的“实验主义”（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哲学的深刻影响②。对于胡适来说，

赫胥黎的“存疑主义”之“重证据”③，与杜威的“实验主义”之“重假设与验证”④，实际上都同样为治学
提供了一种科学精神或科学态度，也即一种科学方法。胡适说：“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

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
求证’十个字。”⑤胡适在其他地方也有类似的表述⑥。在胡适看来，在应用科学方法时，之所以假设要
大胆、求证要小心，是因为“假设不大胆，不能有新发明。证据不充足，不能使人信仰”⑦。胡适倡导
“科学方法”、注重“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就是要提倡怀疑精神，敢于怀疑前人认为无可怀疑的一
切真理，摒弃那些盲目的、不正确的东西，使怀疑和假设都归于科学，让学术研究牢牢地建立在科学实
证的基础之上。

第五，在中国新史学界，最具科学“疑古”眼光并最善用“假设与求证”方法于历史考辨的史家，是
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掀起一场以“疑古辨伪”为学术旨趣之“古史辨”运动的顾颉刚（１８９３－１９８０）。“古
史辨”运动可以说是顾颉刚将其师胡适倡导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之科学方法应用于历史考辨
的一个产物。顾颉刚在１９２２年起草《最早的上古史的传说》一文时，从《诗经》《尚书》《论语》等书中考
察关于尧、舜、禹的古史传说发生的先后顺序时发现：排在古史系统后面的禹之传说反而出现得早，在
西周时就有；排在古史系统前面的尧、舜之传说反而出现得晚，要到春秋末年才产生。古代帝王的传
说越是后起，越是排在前面。据此，他“就建立了一个假设：古史是层累地造成的，发生的次序和排列
的系统恰是一个反背”⑧。顾颉刚为了支持“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这样一个假设，便去论证禹起初
并非人。于是，他便根据《说文》对“禹”字的解释，假设禹是“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⑨。顾颉刚这一假
说刚一发表，钱玄同就对顾颉刚依据东汉时期的《说文》来误解上古时期文字的字义予以指正瑏瑠。后
来，柳诒徵也对顾颉刚的假说做了反驳，认为顾氏“虽曰勇于疑古，实属疏于读书”，在不明《说文》之谊
例的情况下以《说文》去证史，把解字之《说文》误作人名字典用瑏瑡，故其说不足为信。顾颉刚对柳诒徵
的反驳做了回应，表示其“引《说文》的说禹为虫”，是为了“去建立几个假设，由了这几个假设再去搜集
材料作确实的证明”。而且，顾颉刚在读了钱玄同的答文后，“知道《说文》中的‘禹’字的解释并不足以
代表古义，也便将这个假设丢掉了”瑏瑢。但顾颉刚并未因此彻底放弃“禹非人”的假说，而是依据《楚
辞·天问》《汉书·郊祀志》等古书，以及一些实物和传说材料，又假定“禹是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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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新思潮的意义》，《新青年》第７卷第１号，１９１９年１２月１日，第５页。

⑤　胡适：《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文存》第４集，合肥：黄山书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５２～４５３、４６３页。

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胡适文存》第２集，第２５１～２５２页。

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胡适文存》第１集，第２７７～２７８页。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胡适文存》第３集，第９３页。

胡适：《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胡适文存》第１集，第２９８页。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１，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４５页。

顾颉刚：“禹，《说文》云：‘虫也，从禸，象形。’禸，《说文》云：‘兽足蹂地也。’以虫而有足蹂地，大约是蜥蜴之类。我以为禹或是
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１，第１８３页）

钱玄同：“《说文》中从‘禸’的字，甲文金文中均不从‘禸’（如‘禽’‘萬’‘嘼’‘獸’诸字）。那‘象形，九声’而义为‘兽足蹂地’之
‘禸’字，殆汉人據讹文而杜撰的字。”（《答顾颉刚先生书》，《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１，第１８９页）

柳诒徵：“以《说文》证经考史，必先明《说文》之谊例……何则？《说文》者，解字之书，非为后世作人名字典也，故于字之形谊
可解者不引古人作证。”（《论以说文证史必先知说文之谊例》，《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１，第３２６页）

顾颉刚：《答柳翼谋先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１，第３１９、３２１页。



物”①。后来，顾颉刚因为“所发现的材料续有增加，知道夏禹实实在在有这么一个人”②。尽管顾颉刚
对于禹的认知，经历了从最初“九鼎上铸的一种动物”，到“南方民族的神话中的人物”，再到“实实在在
有这么一个人”这样一个转变过程，但他所运用的“从假设去寻求证据，更从证据去修改假设”的研究
路径，无疑是现代科学方法的体现。

第六，在中国新史学界，最重史料和史学科学化的史家，是倡导“史学即史料学”的傅斯年（１８９６－
１９５０）。１９２８年，在英、德留学长达７年后回国不久的傅斯年，在中央研究院创建历史语言研究所（简
称史语所），汇集了一批包括陈寅恪、赵元任、李济在内的受过西方近代科学影响的学者，遵循科学实
证的精神在国内较早地开展集众的学术研究。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期间，受到了兰克学派之科学史学
显著的影响。傅斯年在主持史语所工作期间，主张运用西方近代自然科学观念与方法来建设中国新
史学，提出了“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③“史学便是史料学”④等口号，利用自然科学提供的工具发
现、扩张和整理史料，把探求历史真相的任务牢固地建立在史料考证的基础上，且要把历史学“建设得
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⑤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客观科学。傅斯年的这种旨在将史学科学化的科学
史观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主张在历史研究中应使用直接材料并注重扩张、发现新材料，以
此来促进史学的进步⑥。他说：“史料的发见，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
加。”⑦其次，主张用自然科学所提供的工具和方法来发现和扩张史料：“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
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
工具……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⑧最后，以自然科学的观念，

即以看待自然界的态度来看待历史，试图把历史学自然科学化。傅斯年认为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在史
学研究中只要把史料整理出来则客观史实便自然显明，而无需对史料做任何疏通⑨。

第七，在中国新史学界，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寻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史家，是中国马克
思主义史学的奠基者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郭沫若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是他在１９２８至１９２９年间写
成并于１９３０年由上海联合书店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该书旨在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基
本性质、历史分期及其发展规律。郭沫若吸纳了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１８８４）一书中
所揭示的人类社会由氏族社会向奴隶制国家，再到封建制、资本制社会转变过程中展现出来的一般规
律及阶段性特征的理论成果，将其摘录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中瑏瑠，以之作为他研究中国古代
社会的主要理论依据。郭沫若以《周易》《诗经》《尚书》为核心材料，从产业基础、婚姻形态、政治组织、

阶级结构等方面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研究后发现：殷末周初的社会生活，与恩格斯所揭示出来的由氏
族社会向奴隶制转变时期的社会特征基本相符，这表明殷代是氏族社会的末期，西周则是奴隶制社会
的形成时期。并且，从殷末开始出现至周初已基本完成的奴隶制，在周室东迁前后便转入了封建制，
这种社会制度递禅的根本原因是由社会生产的发达所引起的一系列社会变革。据此，郭沫若认为中
国古代社会的发展所呈现出来的历史进程及其特征，与马克思、恩格斯所揭示的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相一致，同样依次经历了原始公社制、奴隶制和封建制，即“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谓‘亚细亚的’原始
公社社会，西周是与希腊、罗马的奴隶制时代相当，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才真正地入了封建时
代”瑏瑡。此外，他还从殷商甲骨卜辞、周代彝铭中找到相关证据，进一步去证明殷、周分别是原始社会
和奴隶制社会的论断。《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以后的２０余年间，郭沫若自觉地运用考古学的知
识、理论与方法，依靠殷墟发掘出土的资料，继续思考中国古代社会历史分期问题。郭沫若从１９４１年
发表《由诗剧说到奴隶制度》一文起，开始逐步地修正他先前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看法。至１９５２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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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讨论古史答刘胡二先生》，《顾颉刚古史论文集》卷１，第２３６页。

顾颉刚：《顾颉刚论现代中国史学与史学家》，《宝树园文存》卷２，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４４页。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３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版，第３页。

⑦　傅斯年：《史学方法导论·史料论略》，《傅斯年全集》第２卷，第３０９、３３４页。

⑥⑧⑨　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３卷，第１２、５～６、７、９～１０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导论·中国社会之历史的发展阶段》，《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１卷，第１４～１７页。

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１卷，第１５４页。



表《奴隶制时代》一文止，郭沫若在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分期及各历史阶段的社会性质方面最终
形成了与其先前观点差别很大的结论，即殷周皆为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下限在春秋、战国之交，战国
之后进入封建社会。

上述中国七大新史学家的史学理论与方法大致都可以在“科学实证”的逻辑理路上找到其根基。

这七大新史家的史学思想，因皆符合许冠三以“科学”为本位的“新史学观”，故全都位列在《新史学九
十年》中。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七大新史家的史学思想都可规约在“科学实证”的范畴之下，但他们
的治史理念及旨趣并非铁板一块，而是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主要表现为治史目标之求真与求理的不
同。具体言之，除梁启超在“史界革命”中建立以“求真”为宗旨的“新史学”，并寻求“历史进化现象之
公理公例”，是兼具求真与求理的双重目标外，其余六位新史家在求真与求理的追求上是各有侧重。

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陈寅恪的以“博学通识”为基础的历史考据、胡适的以“假设与求证”为核心的
科学方法、顾颉刚的“古史辨”以及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无不采科学的理论与方法以考证、整理
和扩充史料，其目标皆为建立历史事实之真。郭沫若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探讨中国古代社会的
基本性质和历史分期，旨在探求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相符的中国历史发展规律，是为寻求历史演变
之理。

在治史过程中追求历史事实之真或寻求历史演变之理，本是历史研究者的合理诉求。但是，此种
追求或寻求若是在忽略历史学作为人文科学的基本属性及历史学科的特殊性之情况下，走至极端处
便易造成历史研究的弊病与问题。比如，傅斯年在历史研究中特别重视史料的关键性作用，并提出
“史学即史料学”之口号，以图排除研究者的主体意识在治史过程中的影响。因而，他极力反对疏通史
料，对史料采取“存而不补”“证而不疏”的态度，其目的显然是为了尽可能地获得客观、真实的历史事
实。但是，这恰恰“意味着傅斯年把研究者的主体意识视为一种消极的外在于史料乃至史学的主观因
素”，并“从根本上表明他对历史学的学科性质缺乏清醒的认知”①。傅斯年的此类思想及主张，显然
是因他过度夸大了历史求真的目标，而同时又缺乏在历史认识论层面做深度讨究的结果。郭沫若的
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现实用意是为了寻求中国历史发展规律，其观念基础则是单线进化的历史思
维。郭沫若在其研究中揭示出来的中国历史发展图式，是建立在整个人类社会历史只沿着同一条路
线进化的观念基础上的②。这种在历史进化观念基础上寻求普世的或单一的历史之做法，通常被称
作“宏大叙事”③。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展现出来的“宏大叙事”，其基础是人类社会历史只
沿着同一条路线进化，其目标是旨在追求普世的历史进路，其结果则是以无视世界各个民族、国家和
地区历史发展道路的差异性和特殊性为代价。因而，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并未能够完全依照中
国历史发展的实际情况而展开。像傅斯年和郭沫若的这类在“科学实证”的范畴下所显露出来的史学
理论与方法上的缺陷与不足，应该引起我们重视并作出足够的反思。

三　文化阐释：中国新史学之求意或求识

在中国新史学界，最具文化眼光阐释历史的史家，是倡导“以士释史”的钱穆。钱穆为何主张从文
化角度来阐释、研究历史呢？这是因为在他看来，文化是历史最本质的内容，而历史则是文化的外在
表现。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序》中指出：“研究历史，所最应注意者，乃为在此历史背后所蕴藏而完
成之文化。‘历史’乃其外表，‘文化’则是其内容。”④在钱穆看来，中国文化创造、传承、弘扬的主体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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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进东：《现代性与傅斯年的史学思想》，《古代文明》２０１０年第２期，第５２页。

郭沫若：“历史是进化的，宇宙万汇是进化的，人类社会是进化的。今天谁也不能否认这个事实了。照着进行的箭头所指示，

整个历史只有一条路线。”［郭沫若：《历史是进化的》，王锦厚等编：《郭沫若佚文集（１９０６－１９４９）》下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
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２２７页］
“宏大叙事”，是指叙述人类社会仅有的一种历史，它意味着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都无一例外地遵循同一种历史发展道路或
模式向前迈进。它有一个思想基础，即偶然的历史事件或局势被赋予了一种目的性意义，这一系列历史事件或局势的组合
便构成一种具有特定进步涵义的历史发展图式。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序》，第１页。



及中国文化精神的积极表现者，主要是在春秋封建社会崩溃后，介于贵族与平民两阶级之间形成的一
个特定知识分子阶层———“士”群体。所以，钱穆从文化角度切入来解释和研究中国历史的具体做法，
就是“以士释史”。钱穆“以士释史”的基本逻辑如下：“讲历史，应该要找出这一部历史的精神”①，而
“中国历史精神，实际只是中国之文化精神”②。“中国的文化精神，要言之，则只是一种人文主义的道
德精神。”③这种人文主义精神主要就体现在中国知识分子即“士”阶层身上④。同时，钱穆又认为，“所
谓历史精神，就是指导这部历史不断向前的一种精神，也就是所谓领导精神”⑤，而“中国的历史指导
精神寄在士的一流品”⑥，“士是中国社会一个领导中心，所以我们将试根据这一点来讲中国历史上的
领导精神”⑦。因此，在钱穆看来，研究中国历史，就应当从体现中国文化精神和担负历史指导精神的
“士”入手。此外，钱穆之所以主张“以士释史”，还因为在他看来，士自战国以后成为中国社会的“领导
之基础”，“主持与领导”着“中国史之演进”。而且，在钱穆看来，“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
外态势”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发生的不同变化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历史演进”⑧。“士”之社会身份与
地位在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多次转变，曾依次以游士、郎吏、门第、进士等不同身份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
台上。相应地，钱穆依据中国历史上士的身份、地位的多次转变，将两千年来的中国社会划分为：游士
社会（春秋末至秦）、郎吏社会（两汉）、门第社会（魏晋南北朝）和科举社会（唐至清末）⑨。通过进一步
考察，钱穆发现，中国历史上由秦至清的各重要朝代的社会兴衰、分合与治乱，以及学术文化之传承、
传统社会之赓续，皆与“士”所起到的作用和影响息息相关瑏瑠。“以士释史”是钱穆从文化角度研治中
国历史的方法论体现，也是其新史学思想的核心要素。

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自序》中，曾说过“史学之荣枯恒与文化之兴衰相表里”瑏瑡这样的话。
不过，从该书的撰述内容及方式看，许冠三却只是基于“科学”视角而未从“文化”角度来选择和评析中
国新史学。对于钱穆基于“文化”视角的史学主张，许冠三认为并非新史学，且将其定性为“旧派”或
“传统派”。但是，许冠三对钱穆史学之何以为旧，其旧在何处，却语焉不详，未加申说。

倒是钱穆自己，尝自承其学术研究有守旧的一面。但实际上，守旧在钱穆那里，却是他借以开新
的基础和起点。钱穆论学并不回避旧，但他之所以恋旧、守旧，正是为了开新、维新。钱穆曾在多处论
述过古今新旧及传统、守旧与创新、维新之间的辩证关系：“要把新旧融成一体，把前后古今汇成一贯。

非不求变求新，乃是要从旧中变出新，非是要破弃了旧来另创新”瑏瑢，“传统不是尽要你守旧，真能承接
传统，自然会有创新……要能在传统中求创新”瑏瑣。正是由于钱穆对新、旧之关系有此种通贯的体认，
他对于文化、学术之新、旧关系保持一种推陈出新、据旧开新而非舍旧谋新、以破旧为创新的态度。钱
穆尝言：“人类文化贵能推陈出新，不当舍旧谋新耳。”瑏瑤“中国史学有所谓鉴古知今，亦即一般学问之
所谓温故而知新……新知即从旧学来，此旧学新知之一贯相承……亦可谓学惟求旧，知惟求新。岂有
废弃旧学，乃能开创新知之理。故学必贵有旧传统，而知乃始有新启发，新旧自有其一贯融通处。”瑏瑥

“所谓新学术，亦是温故知新，从已往旧有中蕴孕而出。并非凭空翻新，绝无依傍。新学术之产生，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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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瑏瑢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中国文化传统中之史学》，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４７、１２７页。

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国的哲学道德与政治思想》，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９０年版，第１３２页。

钱穆：《国史新论·中国知识分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１年版，第１３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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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中国史学名著》，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０年版，第２６４页。

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３１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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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能跳出一时旧圈套，或追寻更远的古代，或旁搜外邦异域，或两者兼而有之。”①此处钱穆所谓在学
术创新上的“据旧开新”与顾颉刚所表达的古今学术思想进化之“由旧趋新”②可谓不谋而合。

钱穆治史，走的正是这样一条据旧开新之路。他说：“余之所论每若守旧，而余持论之出发点，则
实求维新。亦可谓为余治史之发踪指示者，则皆当前维新派之意见。”③他在《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
造》一文中就曾主张从旧史里创写新史：“时时从旧史里创写新史，以供给新时代之需要，此不仅今日
为然。即在已往，其历史虽一成不变，而无害新史之不断创写。”④１９６１年，钱穆在香港某一学术机构
发表演讲时就讲到：很希望在座诸位，“能贡献出他一生精力来研究中国历史，来为中国新史学号召起
一批自告奋勇的义勇军出现才行。今天我们确实是在需要有新的历史的时代中。但诸位在发愿写新
历史以前，当先细心读旧历史，不能凭空创新”⑤。钱穆这段鼓励从旧史里创写新史的话，既是他对讲
座听众的期许，也是对他自己建设新史学的勉励。

钱穆一生都在致力于中国新史学建设，以创辟一条适合中国历史实际的新史学之路为职志。他
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就撰写了多篇以“新史学”为题的论文，如《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新史
学与新中国》《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此外还有一篇可以称得上是其新史学宣言书的
《国史大纲·引论》⑥，以阐释其新史学观。钱穆志在探求新史学，却不忘旧历史，以取推陈出新、据旧
开新之道，将其史学创新建立在继承中国旧史学传统之基础上。显然，许冠三只看到了钱穆的“据
旧”，却未能见到其“开新”。

那么，钱穆的新史学究竟新在何处？有何表现呢？钱穆新史学之特质主要表现为：在继承中国传
统史学遗产之基础上，注重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以文化为本位，以阐释为取径，其典型表现是
“以士释史”；以中国为立场，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相符合之史识，强调
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

与梁启超在批判、推倒中国旧史学后重建新史学不同，钱穆特别看重中国传统史学对于当下新史
学建设的意义。他尤为推重中国古代史家司马迁，认为其著《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史学的最高标准”⑦。钱穆于《国史大纲》出版后不久，曾在致学生的信件中表
示：“近人治史，群趋杂碎，以考核相尚，而忽其大节；否则空言史观，游谈无根。穆之此书，窃欲追步古
人，重明中华史学，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者。”⑧司马迁是中国古代史家“据实
直书”的典范，班固在《汉书·司马迁传》中援引刘向、扬雄语，称司马迁有良史之才，赞《史记》“其文
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⑨。司马迁“据实直书”的治史精神深刻地影响了钱穆。

钱穆治史，注重从事实、材料和证据出发，讲求客观实证，摒弃个人立场、学派门户等主观偏见，强
调历史研究的客观性。钱穆在其治史的早期即以“考史”成名，其早期的两部代表作《刘向歆父子年
谱》（１９３０年６月发表于《燕京学报》第７期）和《先秦诸子系年》（１９３５年１２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皆以“考证”致其功。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亦表示：“治国史不必先存一揄扬夸大之私，亦不必
先抱一门户立场之见。仍当于客观中求实证”瑏瑠。钱穆晚年在《师友杂忆》中回忆：“余之治学，亦追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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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新时代与新学术》，《文化与教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７页。

顾颉刚：“古今学术思想的进化，只是一整然的活动……新的呈现，定然为旧的汲引而出；断不会凭空无因而至。所以说‘由
旧趋新’则可，说‘易旧为新’则不可。”（顾颉刚：《中国近来学术思想界的变迁观》，《宝树园文存》卷１，第１２５～１２６页）

钱穆：《国史新论·再版序》，第１页。

钱穆：《论近代中国新史学之创造》，《中国历史研究法》，第１４２页。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如何研究通史》，第１５页。
《新史学与新中国》，系钱穆受庚辰学社之请在上海发表的一次演讲，由宋瑞楠笔录，１９４０年发表在《中美周刊》第１卷第３５
期；《中国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学与新史学家》，系钱穆悼念故友张荫麟的一篇文章，１９４２年１１月２２日作于成都北郊之赖院，

１９４３年１月发表在《思想与时代月刊》第１８期；钱穆的《国史大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于１９４０年出版。

钱穆：《中国古代大史学家司马迁》，《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三），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１６页。

钱穆：《致李埏、王玉哲》，《素书楼余沈》，北京：九州出版社２０１１年版，第３１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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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风，而求加以明证实据，乃不免向时贤稍有谏诤，于古人稍作平反，如是而已。”①可见，钱穆治史自
始至终都以事实和实证为旨归。

同时，钱穆也重视研究者的主观思想、意识在历史认识和研究中的作用。钱穆曾说：“我们写历
史，必须先经过一番主观的观察，即对此史实的看法，直到对此史实之意义有所了解以后，才能写成历
史，故世界上绝无有纯客观的历史。因我们绝不能把过去史实全部记载下来，不能不经过主观的观察
和了解而去写历史……我们必须对史实之背景意义有所了解，并有了某种价值观，才能拿这一观点来
写史。故从来的历史，必然得寓褒贬，别是非，绝不能做得所谓纯客观的记载。”②钱穆因承认主观的
观察是历史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故绝不相信有所谓“纯客观的历史”。因此，钱穆曾批评某些学
者无视研究者的主观意识和想象在治史中的作用而去“揭橥为学问而学问之旗号，主张学问自有客观
独立之尊严”③。毕竟，在钱穆看来，“古史之真相为一事，某一时代人对古史之想像为又一事。当知
某一时代人一种活泼之想像，亦为研究某一时代之历史者一极端重要之事项也”④。

钱穆这种既讲求客观实证又重视主观想象，将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客体统一起来的做法，与梁启超
的“和合主、客二观”⑤的新史学观非常契合。与傅斯年采纯客观的态度治史、反对对史料做疏通、议
论不同，钱穆治史，既从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出发，以中国文化为本位，又注重对历史做出解释，用代
表中国文化精神之“士”来解释中国历史，此即前文论述的“以士释史”。钱穆所主张的历史研究主体
与客体的统一，与其“以士释史”之间自然地形成一条通路。

钱穆的新史学建设是站在坚定的中国立场上展开的。与傅斯年治史采用超国家立场的做法不
同⑥，钱穆主张历史研究需取本国的立场，以此建立历史研究与社会现实、政治资鉴之间的紧密联系。

他说：“我们的新史学，是此时此地的史学，不能与现实脱离关系。我们不能再从从容容地去谈那些不
顾国家民族的生死存亡，仅以为学问而学问的甲骨、音韵、义理、考据、词章之学。我们要将我们的热
血，变成脑汁；再由脑汁，变成知识；再由知识，变成方案，以供从政者的参考。”⑦同时，在钱穆看来，也
只有采取中国的立场，我们的历史研究才能够切实地揭示出中国历史的实际进程和内在精神，才不至
于生搬硬套任何现有或外来结论来牵强附会中国历史，而且能够从中国史料出发得出适合本国历史
实际的研究结论：“中国新史学之成立，端在以中国人的眼光，来发现中国史自身内在之精神，而认识
其已往之进程与动向。”⑧“要建立新中国，必须建立新史学；要建立新史学，只能采用西洋的方法，不
能抄他们的结论；并且只能由中国人从中国的史料中去创造中国的新史学。”⑨作为一门人文科学，历
史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完全撇开特定的国家立场和现实观照。无论古今中外，那些缺少国家社会
现实观照的历史研究，都会因为缺乏滋养学术的丰沃土壤而变得罕有价值。

钱穆的新史学，基于坚定的中国立场，特别注重探寻本国历史文化之意义，探求与本国历史文化
相符合之史识。唯有如此，历史研究才能实现经世致用的功能。钱穆治史，重视“史意”，注意去发掘
中国历史文化之意义与价值。他曾说：“中国已往历史，究有何等意义？中国已往文化，究有何等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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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魂，谓之非史焉可也。偏于主观而略于客观者，则虽有佳书，亦不过为一家言，不得谓之为史。”（梁启超：《新史学》，《饮冰
室合集》文集之９，第１０页）

傅斯年：“世界中无论那一种历史学或那一种语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
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如果我们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在中国的，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专要研究‘国’的东
西，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材料到我们的手中方便些，因为我们前前后后对于这些材料或已经有了些研究，以后堆积上研究去方
便些。”（傅斯年：《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傅斯年全集》第３卷，第９页）

⑨　钱穆：《新史学与新中国》，《中美周刊》第１卷第３５期，１９４０年，第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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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此则尚待真心治史者之努力。”①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序》中评论近人治学时，也提出治
学“当知先应有一番意义”②。钱穆此处所强调的“史意”与梁启超所说“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
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③的史学思想颇为一致。钱穆也特别注重“史识”。
他认为，只有真正具备“史识”的人，才能见历史之“全”“大”“远”“深”，才能“见人所不见处”④。钱穆
还重视从前人所传史料中获取真实的“史识”对于鉴古知今的作用⑤。

钱穆在《国史大纲·引论》中对近人治史之无“史意”或“史识”不真的弊病提出了批评。钱穆将中
国近世史学分为三派：“一曰传统派（亦可谓记诵派）。二曰革新派（亦可谓宣传派）。三曰科学派（亦
可谓考订派）。”钱穆对科学派与传统派之虽有“史学”但无“史意”提出了批评：二派“同偏于历史材料
方面，路径较近；博洽有所不逮，而精密时或过之。二派之治史，同于缺乏系统，无意义，乃纯为一种书
本文字之学，与当身现实无预”，“至‘考订派’则震于‘科学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实，为局部窄狭之
追究。以活的人事，换为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矿，治电力，既无以见前人整段之活动，亦于先民文
化精神，漠然无所用其情。彼惟尚实证，夸创获，号客观，既无意于成体之全史，亦不论自己民族国家
之文化成绩也”。“考订派”史学之上述缺陷，“革新派”似能补救，因为“惟‘革新’一派，其治史为有意
义，能具系统，能努力使史学与当身现实相绾合，能求把握全史，能时时注意及于自己民族国家已往文
化成绩之评价”。不过，钱穆也注意到，“革新派”治史虽有“史意”却无“史识”：“‘革新派’之于史也，急
于求智识，而怠于问材料……彼于史实，往往一无所知。彼之所谓系统，不啻为空中之楼阁。彼治史
之意义，转成无意义。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测之全史。彼对于国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评
价，特激发于其一时之热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据……彼等乃急于事功而伪造智识者，智识既不真，事功
亦有限。今我国人乃惟乞灵于此派史学之口吻，以获得对于国史之认识，故今日国人对于国史，乃最
为无识也。”⑥

因“革新派”智识之不真而造成国人国史之“无识”，钱穆为此感叹道：“此一百年来，乃为我国人急
需历史知识而又最缺乏历史知识之时代。不曰自秦以来二千年，中国守旧为一专制黑暗之政府。即
曰自周以来三千年，中国乃一封建顽固守旧之社会。不曰一部《二十四史》乃一部‘帝王家谱’之与一
部‘相斫书’，即曰一切史籍仅存史料，不见史学。”⑦在钱穆看来，像“专制政治”或“封建社会”这些泛
化的用语，实际上是由“革新派”在晚清民国相继发生的“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经济革命”过程中，为
了其政治宣传而张大言说的产物，并非据实从历史材料中概括得出⑧。钱穆认为：“此种说法，只是把
中国历史硬装进西方观念中，牵强附会，实际毫无历史根据可言。”⑨对于钱穆而言，此种依据西方观
念来解释中国历史的做法是不足取法的，因为中国与西方的历史道路与特征绝不相同，而此种不同从
根本上说是由中、西方之民族、文化不同造成的瑏瑠。他说：“我们当知中西历史并不定限在同一轨道上
前进，中国历史有中国历史之特殊性，中国社会亦自有其特殊性所在。”“任何一国与一民族之历史，必
然会有其特殊性。我们决不认为世界人类历史，乃遵循同一轨道演进，而相互间可以更无异致者。”瑏瑡

“固然历史自有许多共通性，然而也不免有许多特异性……把异民族与异文化的眼光或批评来绳切自
己以往的历史，则虽不能改换我们的历史事实，而却已改换了我们历史事实的意味。”瑏瑢钱穆认为研究
中国史不应据于西方观念，而应诉诸于本国史实，这是他研究中国史所坚持的一贯立场：“鄙意研究中
国史的第一立场，应在中国史的自身内里去找求，不应站在别一个立场，来衡量中国史。”瑏瑣钱穆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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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略论治史方法》，《中国历史研究法》，第１３８页。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序》，第１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总论》，《饮冰室合集》专集之９９，第５页。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如何研究通史》，第１１页。

⑥⑧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第２、３～４、５～６页。

钱穆：《中国学术通义·张晓峰中华五千年史序》，第１５５页。

瑏瑡　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如何研究社会史》，第３５，３９、３５页。

钱穆：《国史新论·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第１２０页。

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中国历史与中国民族性》，第１３９页。

钱穆：《历史与文化论丛·如何研究中国史》，第２８１页。



所从事的国史研究，就是植根于这一立场，从中国社会历史文化自身的特点出发，从最能体现中国文
化精神和主导中国历史发展之核心力量———“士”出发，来认识和解释本国历史。此“以士释史”，不仅
对“史识”不真的“革新派”据西方观念附会中国历史之做法是一种有力的反驳；而且，它又能很好地展
现出本国历史的系统性和文化精神的独特性，这对于“缺乏系统，无意义”的“考订派”史学也能起到一
定程度的纠偏作用。

钱穆于“史识”中尤其重视“通识”，因为在他看来，“通识”的培养，无论是对个人治史或新史学的
建设，还是对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的实现都有着非常广泛的作用。钱穆尝言：“窃谓今日治史要端，

厥当先从‘通史’入门。中国今日尚无一部适合于时代需要之通史……窃谓治史者当先务大体，先注
意于全时期之各方面……当于全史之各方面，从大体上融会贯通，然后其所见之系统，乃为较近实
际……治古史本求通今，苟能于史乘有通识，始能对当身时务有贡献；如是乃为史学之真贡献。”①钱
穆念兹在兹的新史学建设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撰述一部理想的中国通史，而其根本就在于一种
“综合贯通”或“博古通今”的“通识”历史观。钱穆曾表示：“窃谓今日当有一部理想之中国通史，供给
一般治中国政治、社会、文化、思想种种问题者一种共同必要的知识……至于此种知识之提供，则尚有
待于今日本国史学界之努力。此则需要新史学之创建。”②“将欲于历史研究得神悟妙契，则必先训练
其心智，习为一种综合贯通之看法……今之所谓新史学，昔人未尝不悟此意，司马迁所谓通天人之故，

明古今之变，此即融贯空间诸相，通透时间诸相而综合一视之，故曰，述往事，思来者。”③钱穆在为张
其昀（１９００－１９８５，字晓峰）《党史概要》作序时曾提及：因晚近中国学术界对“会通的史识”培养不够，

妨碍了中国“新史的创作”，而张其昀“平日治史重通识，因此遂能注意到新史之创作，最近所著《党史
概要》便是一重大的成就”④。钱穆著《国史大纲》即为完成这样一部理想的中国新通史，他在该书“引
论”中说道：治国史当“通览全史而觅取其动态”，“今日所需要之国史新本，将为自《尚书》以来下至《通
志》一类之一种新通史。此新通史应简单而扼要……应能于旧史统贯中映照出现中国种种复杂难解
之问题，为一般有志革新现实者所必备之参考”⑤。对于钱穆史学思想中“通识”特质，严耕望给予了
高度评价：“先生民族文化意识特强，在意境与方法论上，日渐强调通识，认为考证问题亦当以通识为
依归，故与考证派分道扬镳，隐然成为独树一帜、孤军奋斗的新学派。”⑥从严耕望的评论中可以看出，

钱穆是把考证建立在通识基础上，这与前述陈寅恪颇为相似。而且，与陈寅恪一样，钱穆亦主张“通
识”需以“博学”为基础⑦。

钱穆治史，重“通识”，求“博古通今”，为的是经世济民。钱穆曾说：“学问非以争奇炫博，非以斗胜
而沽名。求以明道，求以济世，博古通今，明体达用，此真学问从入之大道。”⑧１９７０年，钱穆在台湾成
功大学做讲演时亦讲道：中国史学的一个基本大道理就是经济，即“经国济世”，“诸位学史学，要知得
学了不能经国济世，此则终非所学之最高境界，不免仍成空论，非实学。这样的学问，只是死学问，空
学问”⑨。对于钱穆史学思想中的“经国济世”之诉求，翁有为教授曾有过恰当的评价：“钱氏虽以实证
在学界立足，但并不满足于实证这一层次，他治学的宗旨实际上是明义理、辨是非，把史学作为救国匡
世的神圣事业。”瑏瑠钱穆治史的经世致用主张，与梁启超的新史学观亦是相当吻合的。梁启超在《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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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做学问要能会通，就先要能‘博’，博了才能通。学愈博，则所通愈大……盖须博而能通，始成一家言。若一开始便专
门在一条线上，不于博后求通，则不能成为一家。”（钱穆：《中国史学名著》，第２０２～２０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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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一文中标明：“凡著书贵宗旨……将使今世之人，鉴之裁之，以为经世之用也。”①梁启超的“新史
学”革命以批判和改造中国传统史学为基点，钱穆的“新史学”建设则是建立在中国传统史学之基础
上。二者虽在对待中国史学传统的态度上截然不同，但在承续中国传统史学之经世致用功能上可谓
殊途同归。

四　结　　语

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因陷入“科学”迷思的褊狭“新史学观”，未能将钱穆基于“文化”视角
来研究历史的文化史学视为新史学。钱穆之文化史学，因应西潮和科学的冲击，旨在突破科学主义历
史学的困境，以求中国历史研究发展之坦途。从这种为中国历史研究披荆斩棘、探索新径的意义上
说，钱穆的文化史学当属“新史学”范畴。

许冠三和钱穆两人的史学眼光，一主科学实证，意在求历史之真或理；一主文化阐释，旨在求历史
之意或识。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可谓中国新史学之“双轨”。中国新史学正是沿此“双轨”向前发展
的。立足于此“双轨”，并依据“新异性的标准”，中国新史学在研究的各方面有最具特色的“八大家”。
他们分别是：最早倡导用科学精神与方法治史并揭橥“史界革命”的梁启超、最具科学实证精神并首倡
“二重证据法”的王国维、最为“博学通识”并精于考据的陈寅恪、最讲求“科学方法”并将其运用于“整
理国故”的胡适、最具科学“疑古”眼光并最善用“假设与求证”方法于“古史辨”的顾颉刚、最重史料和
史学科学化并倡导“史学即史料学”的傅斯年、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探寻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
郭沫若和最具文化眼光阐释历史并倡导“以士释史”的钱穆。

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取径，展示了中国新史学研究的多元面相。中国新
史学的多元面相中自然还包含了那些是实证但非源于科学、是阐释却非基于文化的各种研究路数。
虽然存在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这两种不同的历史研究路径，但二者之间并非截然对立，而是相互融通
的。如前文所论述，以文化阐释为基本特征的钱穆新史学与以科学实证为主要特征的梁启超、陈寅恪
等人的新史学之间有很多思想和主张都是可以融会贯通的。钱穆主张历史研究的主体与客体的统一
之观点与梁启超的“和合主、客二观”的新史学观，以及钱穆强调“史意”及历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与梁
启超所言“历史的目的在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资鉴”及著书宗旨
应“以为经世之用”的史学思想，都是非常契合的。钱穆与陈寅恪两位史家同样都极具“博学通识”，而
且两位同样都主张历史考证须以“通识”为基础，而“通识”又需建立在“博学”之基础上。此外，钱穆基
于文化的历史观，认识到中国古代以文化而不以血统来区分民族②。与钱穆一样，陈寅恪也特别注重
从文化角度来剖析历史。他在探讨隋唐制度渊源问题时，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北朝以文化而非种
族来划分胡汉③。可见，科学实证与文化阐释，本是历史研究的两种不同取径，二者之间并无根本性
的冲突与对垒，其在治史观念与方法上亦可做到相互补益，相得益彰。

钱穆严厉批评近人“揭橥为学问而学问之旗号，主张学问自有客观独立之尊严”，批评其治史或无
“史意”，或“史识”不真，其史学主张或者不当于历史、歪曲了历史的真相，或者无预于现实、消弥了历
史学的经世致用功能。钱穆主张历史研究主体与客体的统一，反对纯粹客观主义的历史认识论，其新
史学以文化阐释历史为取径，这对科学主义历史学能起到一定程度的纠偏效果。不过，钱穆史学思想
中主观性的文化阐释与旨向客观的科学实证的研究理路之间毕竟构成了一种张力，应该如何调适这
种张力，是历史认识论研究中一个有待进一步探讨的问题。而且，需加注意的是，钱穆的历史观以文
化为基础，有鲜明的国族立场，加上其过分热切的经世用意，造成其史学思想带有明显的文化民族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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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新史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９，第３页。

钱穆：“在中国人观念里，本没有很深的民族界线，他们看重文化，远过于看重血统。只有文化高低，没有血统异同。”（《中国
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４年版，第１３３页）

陈寅恪：“源氏虽出河西戎类，然其家世深染汉化，源怀之参议律令尤可注意，观高阿那肱之斥源师为汉儿一事，可证北朝胡
汉之分，不在种族，而在文化。”（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第４６页）



义倾向。故已有学者在论及钱穆史学思想时指出，“文化民族主义思想则是他史学思想的核心”①。
钱穆远在后现代主义兴起之前，就开始反思科学主义历史学隐含的局限与弊端，其新史学观与后现代
主义对科学主义历史学的批判，殊有暗合道妙之意味。钱穆的国史研究，站在鲜明的中国文化立场
上，反对文化一元论和西方中心主义历史观，重视世界各国家、各民族文化特征和历史道路的多样性，
强调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性与自我认同。这与后现代主义理论也颇为妙契。但是，钱穆的新史学思
想，特别是他建立在“于客观中求实证”之基础上的历史认识论，与否认历史的可认知性进而走向历史
虚无主义的后现代主义却有着本质的区别。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９－０２－１８
作者谢进东，历史学博士，东北师范大学亚洲文明研究院讲师。吉林，长春，１３００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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